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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唱片与近代中国社会变迁

葛



涛

［摘 要］ 留声机与唱片作为记录声音的新载体，传入中国以后，很快就被中国人所理解与接受，对中国社会生活，特

别是城市社会生活，产生了广泛而复杂的影响。唱片改变了人们的听戏方式，对于名角名段名歌的普及与都市的流行文
化，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唱片推动了各种地方曲艺的传播与交流，丰富了都市居民的文化生活。唱片在国语与外语教学
领域的使用，对教育改革有促进意义。唱片录制的内容被用于法庭的证词，增加了证词的种类，有利于司法工作的开展。

唱片世界也是政治的世界，各种政治力量都注意发挥唱片的宣传功能。作为史料，唱片折射了近代城市的流行文化，也折

射了近代中国社会变迁的众多面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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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对于记录、保存、复制自己所涉及的信息，包括视觉之图像、听觉之声音、嗅觉之气味、触觉
之温度，是一个历史悠久的美妙梦想。这一梦想直到近代工业革命以后才逐步实现。照相机之于
图像，留声机之于声音，温度计之于温度，都是信息记录、保存、复制领域中突破性进展。唱片是留
声机的连带产品。在磁带发明以前，唱片是记录、保存、复制声音的主要载体。留声机与唱片引进
中国以后，对中国经济、社会、文化、政治方面，特别是对人们的日常生活，产生了广泛而复杂的影
响。

一

在留声机问世之前，声音不能复制，只能模仿。模仿声音的专门技术为口技，这是一种流传广
泛的古老杂耍，由表演者运用口腔发声，模仿风啸、雷鸣、兽吼、虫叫、鸟啼与各种人类的声音，但是，
再好的模仿还是模仿，就像再好的图画也不可能替代照相一样，性质不同。

1877 年，美国科学家爱迪生成功制造了世界上第一台留声机，开启了人类记录、复制声音的先
河。此后，该领域技术进步日新月异，十年后，另一位美国科学家伯利纳制成世界上第一张唱片，标
志着人类记录、复制声音的技术成熟，并进入实用阶段。留声机的发明，是人类对于声音信息记录、
保存史上的突破性变革。从此，长风之浩浩，流水之淙淙，小鸟之啾啾，战炮之隆隆，伟人之南腔北
调，名角之千古绝唱，父祖之殷殷嘱咐，情人之海誓山盟，一切无质无形、无影无踪、来去匆匆之天
籁、地籁、人籁，一切或强或弱、或长或短之声音，都可录之一瞬，存之永久。
近代中国最初接触留声机的，是晚清政府派往英、法、德等西欧国家的外交官、留学生等。从 19

世纪 70 年代末起，直至 90 年代初，伴随着蜡筒留声机由问世到成熟，以及唱片的兴起，他们在海外
亲身体验了声音技术史上划时代的革命。其中，最早接触留声机的中国外交官是郭嵩焘。1878 年
5 月 20 日，作为中国驻英法公使，郭嵩焘与随员张德彝，在伦敦参加一场茶会。会上，主人请他们观
摩一台问世不久的留声机。操作演示的正是大发明家爱迪生。郭嵩焘目睹留声机录声、传声的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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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有为长歌者，亦以歌传出之。有两人接续传语，亦接续传出”。郭嵩焘叹为观止: “真神技
也。”①郭嵩焘问爱迪生录声传声原理，爱迪生一一作了回答。1878 年 11 月 3 日，郭嵩焘在回国以
前，曾托人购买三件与声音有关的新产品，即电话、扩音器与留声机。他似乎是中国最早购买这三
样奇器的中国高官。此后，到欧洲去的曾纪泽、马建忠、徐建寅、薛福成等人，都接触过留声机，薛福
成称赞留声机“尤变化出奇”。② 长期生活在上海的英国人傅兰雅，也很早就接触到留声机。1888
年，他曾到纽约参观爱迪生留声机公司。其时，傅兰雅对着蜡筒先说了几句英语，再讲了几句中文，
然后将蜡筒放回留声机内，片刻后便传出了他刚才所说的话，语气、声调都毫无差错。傅兰雅接着
用乐器测试，请人对着蜡筒操琴，还有意加入琵琶、笛子、喇叭等，须臾从留声机内传出了那段闹哄
哄的演奏，傅兰雅仔细分辨，刚才使用的乐器无一被遗漏。傅兰雅继续试验，他咳嗽，打喷嚏，还大
笑数声，不一会儿从留声机内也传出了那些噪音，如同另一个傅兰雅躲在里头搞恶作剧一般。
清末上海，在了解、分享世界性先进科技成果方面，走在全国前列。1889 年，丰泰洋行将蜡筒式

留声机引入上海，是为留声机进入上海之始。1890 年，上海报人何桂笙在《申报》上发表文章《留声
机器题名记》，设想了留声机在未来社会中的各种用途，其中包括留存家训或长辈遗嘱的特殊功能。
他说，家训、遗嘱等若相隔时间久远，难免被后辈遗忘，但是如果用蜡筒收录祖辈之原音，那么无论
时间相隔多久，子孙只要“开筒敬听”，就如同先人当面再次教诲一般，可谓“形容虽渺，声咳常存，
其为正用也大矣”。③

自 1890 年，留声机开始走入上海居民家中，到民国初年，一般较为殷实的上海人家，都置有留
声机。1920 年代，上海拥有留声机的人家已相当广泛。1925 年，《申报》有文章评论:

近年以来，中国留声机业堪称发达。中产之上，几于户置一具。考其原因，大半系以京剧
又至复盛时代，故购者日多;更有一部分欧化士女，以娴于舞蹈西乐为时髦者，亦不得不购办外

国唱片以资练习。是以勿论中西唱片，现均销行甚广。④

1930 年颁布的上海市政府训令中提到，“市内民居多有置备唱机作家庭消遣之用”，并指出福
州路、南京路、四川路一带，“贩售唱机唱片之商店触目皆是，足见该业营业之盛”。⑤ 至 1925 年末，
在上海从事唱片、唱机业务的企业共有 26 家，著名的有百代公司、谋得利洋行、高亭公司、大中华留
声唱片公司、巨雷公司等。

二

通过留声机的发明与使用，人类创造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声音世界。在这个世界里，留声机、唱
片，及其后来的升级产品录音机、磁带，以及与无线电结合而成的广播，与摄像结合而成的电影，构
成声音的记录、保存、复制、传播的载体，各种各样的声音则作为内容，共同形成一种具有奇异功能
的新的科技产品，投入市场就成了一种特殊的声音商品。通过这种商品的研制、生产、流通、销售、
消费，先前只有极少数人能够直接聆听的伟人演讲，顷刻可以传遍大街小巷、穷乡僻壤;先前只有小
众可以直接享受的大师名伶的著名唱段，顷刻可以让无数贩夫走卒、引车卖浆者流一饱耳福。
留声机一进入中国，首先展现的是其娱乐功能。留声机在近代中国，另有一个名称: “唱戏机

器”。这个名字生动地显示了其娱乐功能。先前，听戏是要到到戏院里去的，有了留声机，就可以在
家里听，这近似于将戏院搬回家。在戏院里听戏，只能谁唱听谁的，唱什么，听什么，有了留声机，就
可以想听谁就听谁的，想听什么段子就听什么段子，这好比将众多名角大腕请回家。这堪称戏曲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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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嵩焘:《郭嵩焘日记》第 3 卷，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30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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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史上的空前变革。
从 1908 年至 1949 年，上海各唱片公司先后录制的戏曲、曲艺、乐曲、歌曲，以及其他各类唱片

共达 108 种。其中，京剧、昆曲唱片为其重头戏，各色重要演员、著名片段均有灌制。戏曲曲艺方面
的唱片，分为戏曲、曲艺、乐曲、歌曲、其他 5 大类。百代、胜利、大中华等 7 家上海唱片公司制作的
戏曲唱片种类，共计 39 种，其中有 36 种属地方戏曲，涵盖了河北、山东、西藏等全国各地的代表性
剧种，诸如滦州影戏、北方戏、河北戏、山东梆子、山东剧( 五音戏) 、花鼓( 花鼓调) 、宜昌剧、湘剧、常
锡戏、福建剧、漳州剧、客家、梁州影戏等。百代、胜利等公司共录制了 27 种各地曲艺唱片，23 种乐
曲唱片。最能体现唱片时代风貌，莫过于歌曲唱片，尤其是现代歌曲。上海各唱片公司录制的歌曲
唱片，分为流行歌曲、创作歌曲、“党国”歌曲、儿歌、民歌、少数民族歌曲、粤语歌曲、西北边疆主题歌
曲、基督教及天主教圣歌、广告歌曲 10 类。
携唱机去避暑，是 30 年代上海富裕阶层的一种时髦的消夏方式。1933 年，林语堂说到避暑休

闲的方式时，就有携带留声机避暑: “你可以带一架留声机，或者同居的避暑家总会带一架，由是你
可以听到年头到年底所已听惯的乐调，如《璇宫艳舞》、《丽娃·栗妲》之类”①。“手提胜利唱机，消
夏娱乐最宜”，是 1929 年 8 月“胜利原音唱机”的广告词，也是留声机带给人们新的休闲方式。
留声机像许多其他科技含量较高的产品一样，其价格都有最初销量少价格高到后来销量多价

格低的趋势。清末民初，对于上海大多数家庭而言，留声机、唱片还是高不可攀的奢侈品。为了满
足中下层民众欣赏唱片的需求，在上海以及其他一些大城市、通商口岸，都出现了一种用留声机放
唱片赚钱的职业。他们有的在马路上设摊，也有的背起留声机和唱片，走街串巷，一路叫卖。朱自
清在 1925 年回忆:

关于留声机，北平有零卖一法。一个人背了话匣子( 即留声机) 和唱片，沿街叫卖;若要买
的，就喊他进屋里，让他开唱几片，照定价给他铜子———唱完了，他仍旧将那话匣子等用蓝布包
起，背了出门去。我们做学生时，每当冬夜无聊，常常破费几个铜子，买他几曲听听:虽然没有
佳片，却也算消寒之一法。听说南方也有做这项生意的人。———我所在的地方，宁波是其一。②

朱自清 1916 年从扬州考入北京大学预科，1920 年从哲学系毕业;旋即辗转江浙，在多所中学任
教。在此期间，留声机和唱片成了他排遣寂寞、自得其乐的伙伴。朱自清虽无力购置，却自有办法:

我或向人借来自开自听，或到别人寓处去听，这也是“揩油”之一道了。大约借留声机，借
画片，借书，总还算是雅事，不致像借钱一样，要看人家脸孔的( 虽然也不免有例外) ;所以有时

竟可大大方方地揩油。自然，自己的油有时也当大大方方地被别人揩的。”③

上面所述的富裕人家携留声机度假，普通人租听或借听，或是去别人处听，都不失为一种可行

的唱片欣赏途径。由此既可以看出留声机受人欢迎的程度，也可以看出留声机的可移动性与共享
性给人们欣赏音乐带来的便利。
近代中国唱片还有很强的教育功能。中国幅员辽阔，方言差异很大，即使大家说国语，依然南

腔北调。唱片被使用到教学领域，有利于国语的规范与语言的统一。唱片可以重复放音，有利于增
强学习效果。百代公司、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都发行过语言教学用的唱片。1934 年，中华书局推
出《标准国音国语留声片》，由“标准国音”4 片、“标准国语”4 片、“小学国语读本选读”8 片组成。
商务印书馆发行的《国语留声机片》由著名语言学家赵元任编制，全套 8 张 16 课，从字母、拼音、声
调入手，然后是词句、成语、故事、会话、文选等。唱片对于学习外语，也有重要价值。中华书局就发
行过《中华英语留声机片》，包括 30 课的教学内容与教材一册，还配有外籍教师的发音。
近代中国唱片公司，还提供一种个性化的录制唱片的业务。1932 年开张的中国灌音公司，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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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项业务。该公司在广告中自称:
市上所购唱片，大都由唱片公司挽请名伶所灌，常人欲自灌其音者，甚费周折。科学日进，

乃有自灌音片之贡献。中国灌音公司不惜巨资，自外洋运来最新灌音机器，可使人人有告成个
人音片之机会。①

公司宣称:“无论何人，只要能说话、能奏乐、能歌唱，到本公司来灌音，费二元钱就可得着君自
己声音所灌入的音片，故曰个人音片”。宣称“从此以后，君能听到自己的声音和他人听君一样
了!”这项个人化的业务，颇受社会欢迎，几乎所有重要的唱片公司都拓展了此项业务，一些外商经
营的唱片行也承接此项业务。所谓“个人音片”的实质与个人照片类似，都是兼具娱乐性与纪念性
的物品。对于这一点，中国灌音公司看得很透彻:音片可致之远地，传之后世。所以可用照片之处，
也可用音片;可用文字之处，也可用音片。凡各种声音，君以为有保留价值及可作为纪念者，均可前
来录音。② 不过，这项原本看似大有前途的业务开展得并不顺利，不久就悄然无声了。从“歌声甫
息，音片在握”这点来看，“个人音片”在技术上应该是比较成熟的;而且与普通唱片的价格相比较，
2 元的最低价也具有竞争力。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如此结局呢? 这是因为，普通人看自己的
照片无需任何辅助工具，单凭目力即可。相比之下，“个人音片”如果离开唱机就难以欣赏。因此，
“个人音片”的消费者基本来自拥有唱机的家庭;而在 30 年代初期，购买一台最普通的唱机也需要
几十元，这是普通民众不敢问津的。
至迟到 1937 年，唱片录制的内容已经被用于法庭的证词。1937 年 5 月 7 日，有人在诉讼中利

用唱片举证，据此打赢了官司。事情经过如下: 1937 年 5 月 7 日下午 4 时许，设在上海的江苏高等
法院第三分院第三法庭开庭审理吴鸿达等与吴鸿德等为返还地价上诉一案。开庭后，上诉人向法
庭呈上一张唱片，称录有被上诉人在外与人口述如何蒙蔽法庭的内容。负责此案的民庭推事樊培
恩当庭开留声机听唱片，被上诉人与人交谈的内容令他震惊。最后，这一新的证据被法庭采信，被
上诉人败诉。③ 这是迄今所知近代中国利用自己录制的唱片内容作为证据的第一例。
从逻辑上说，留声机能够在留存遗言方面起独特作用，但在近代中国还没有见到这方面的实

例。不过，1921 年，周瘦鹃在小说《留声机片》中写过这方面的内容。小说描写一位最终为情而死
的上海青年“情劫生”，一直躲避在“恨岛”，临终前恳求朋友设法替他录制一张留声机片，作为给昔
日恋人的遗言。在“恨岛”百代分公司的协助下，“情劫生”完成了人生的最后愿望。3 个月后，远在
上海的昔日恋人收到了这张留声机片，此后她每天都用家里的留声机收听“情劫生”的临别赠言，以
至于留声机片上沾满泪痕。最终，她也离别了人世。④ 周瘦鹃写的是小说，不是现实，但是，假如现
实中发生这样的事情，也是合情合理的。对于生者而言，逝者遗留声音的震撼力远胜于墨写的遗
书。

三

以留声机、唱片、录音机、广播等作为载体的声音世界，是一个人为的、而不是自然的声音世界。
在这个世界里，人类的一切活动，喜怒哀乐，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活动，都有可能得到表现。各种
声音的背后，都有人的活动身影。这里特别要说的是，在近代中国，这个声音世界也是政治的世界，
各种政治力量在这里都有表现。清末及北洋时期，可能由于这个人为的声音世界体量不够大，也可
能由于当时的统治者对留声机、唱片之类新媒体的政治嗅觉不灵敏，所以，未闻执政当局对唱片内
容进行指导、管制的事例。但是，1927 年 4 月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后，情况逐渐发生变化。193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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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灌音公司定 15 号开幕”，《申报》，1932 年 10 月 13 日，第 1 张第 1 版。
“中国灌音公司”，《申报》1932 年 10 月 15 日，第 4 张第 14 版。
洪法:《从留声机取供》，《申报》本埠增刊( 一) ，1937 年 5 月 12 日。
周瘦鹃:《留声机片》，《周瘦鹃代表作》，江苏文艺出版社 1996 年版。



6 月 13 日，上海特别市政府教育局通过《上海市教育局审查戏曲·唱片规则》，开始将政治控制之
手伸向唱片领域。这一规则于同年 9 月 16 日由市政府核准后在全市范围内施行，1932 年 12 月 6
日再度由市政府核准了若干修正条文，继续施行。①

南京国民政府管控声音世界的手段有二，一是禁，二是导。先看禁的方面。这首先表现为上述
《上海市教育局审查戏曲· 唱片规则》( 以下简称《规则》) ，这一规则虽然仅具地方效力，却是中国
历史上第一部针对唱片制订的法规。这一《规则》的出台，与汉口市政府社会局 1931 年初致上海市
政府社会局的一封公函有直接关系。公函称: 近日发现汉口市内各商号所售上海百代、开明、高亭
等公司制作的甬剧唱片中，有一些“淫片”，如《打饭斋》、《十二个月唱春》等，“淫靡之音，不堪入
耳”。汉口市社会局下令在该市禁售这批唱片。上海是制售这类唱片的基地，他们因此致函上海市
社会局，要求上海严禁制售。
接到汉口来函，上海市社会局立即组织人员对全市各唱片公司进行调查，发现百代、高亭等 6

家最著名的唱片公司制作、发行的地方小调唱片均不在少数。社会局认识到，“唱片一类，素无法规
限制，中外商人惟利是图，制造诲淫等唱片出售，自属难免”，但是，光看唱片目录，难辨良莠，取缔匪
易。②市社会局想借机促成对唱片的审查制度。该局在给市政府的呈文中表示: 市内民居多有置备
唱机作家庭消遣之用，而外埠及内地所售之唱片又大都由上海运往，其数量当属可惊。唱片的优劣
与个人修养、社会风化相连，因此请市政府采取措施，杜绝不良唱片，具体办法“则拟仿检查电影片
办法，组织唱片检查委员会切实检查。”③市政府同意社会局意见，将此项工作交由教育局落实。6
月 13 日，《上海市教育局审查戏曲·唱片规则》制订，呈报市政府核准施行。《规则》规定唱片的编
制人或持有人必须将未审唱片连同申请书、说明书、演员名单等，一并送至市教育局审查;经审查合
格的唱片，由市教育局发给执照，并由社会局、公安局备案; 已有执照的唱片如内容发生变更，须重
新送审，另行发给新的执照;如发现已审查合格的唱片与送审时有不符之处，将立即撤消其执照，停

止发售，并通知公安局予以查禁;市教育局可随时派员前往唱片公司进行审查。《规则》界定了“应
予禁止”与“应予修正”的范围。所规定“应予禁止”的情形，包括: 甲，“违反党义及侮辱国体者”;
乙，妨害公安及风化者;丙，提倡迷信邪说及封建思想者。所规定“应予修正”的情形包括:甲，迹近
神怪而无向上性者;乙，不近情理者;丙，妨害名誉者。这揭示了当局所能容忍的界限，即不允许出
现任何质疑、攻击国民党，或可能对其统治造成不利影响的内容。《规则》上报市政府后，于当年 9
月 16 日核准施行。
从实践层面看，这一《规则》实际执行效果极不理想。究其原因，在于各唱片制造商完全无视该

规则的存在，致使其成为一纸空文。唱片审查制度若要落实，首先在于严格执行唱片送审; 但对于
这项法定手续，沪上各唱片制造商竟无一家遵照执行。对于市教育局明令禁止传播、制售的所谓
“淫词秽曲”，制造商也全然不予理睬，继续制造、销售。

1945 年抗战胜利以后，国民党当局对其认为不合时宜的唱片，继续实行禁止播放的政策。其所
禁唱片，一方面是敌伪时代流行的附敌歌曲，如《卖糖歌》、《防空歌》、《兴亚歌》等，④另一方面是所
谓违背国民党“党义”的歌曲，诸如《保卫马德里》、《五月的鲜花》、《囚徒的呐喊》、《前进西班牙》
等。1947 年 2 月 8 日，经行政院批准后于发布的“停止广播及灌制淫靡歌曲案”的训令，通令各地
民营电台不得播送《禁用唱片表》中所列之唱片，各地唱片厂商也不得继续生产。《禁用唱片表》中
所列歌曲，多为所谓”淫靡歌曲“，诸如周璇的《天涯歌女》、严华的《四季等郎来》等。
再看导的方面。南京国民政府高度重视利用唱片、广播等手段对民众进行宣传。1930 年 12

月，上海市党部练训部为了鼓励全市中小学生研究国民党党义，举办征文演说竞赛。主办方请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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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教育局审查戏曲唱片规则”，《上海市市政法规汇编 五集》，1933 年 2 月上海市政府编印。
“戏剧讨论筹委会审查戏剧唱片规则及戏剧界援绥联合公演参加社名一览”，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 Q235 － 1 － 342。
“戏剧讨论筹委会审查戏剧唱片规则及戏剧界援绥联合公演参加社名一览”，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 Q235 － 1 － 342。
上海市档案馆所藏档案 Q131 － 6 － 494，第 4 页。



些社会贤达担任评委，置备了丰厚的奖品，鼓励学生积极参与。制作、播送宣传国民党党义的唱片，
是重要手段之一。抗战胜利以后，南京国民政府开始筹建公营唱片生产企业，这是自唱片传入中国
以后国家权力直接介入唱片生产的创举。此事由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操办。经过选择，该处于
1947 年 3 月，以 1 亿元法币受盘接办已濒临倒闭的大中华唱片电气实业公司，改为公营的“大中华
唱片厂”。同年 9 月，该厂正式恢复生产。其录制唱片的方针为:以提倡正当娱乐生活、推广音乐教
育为宗旨，力谋打击并肃清过去敌伪时代遗留之、以色情作号召之黄色音乐，并配合形势，提倡民
歌，协助新音乐运动之展开。① 截至 1949 年上海解放，大中华唱片厂出品唱片总计 211 种，包括《中
国历代名曲》17 种，赵元任、黄自等创作的《中国创作歌曲》13 种，《中国边疆歌曲》46 种( 民歌 20
种、新疆歌曲 26 种) ，《平剧及地方戏曲》102 种( 平剧 40 种、越剧 58 种、杂剧 4 种) ，《世界名曲》2
种，《电影及流行歌曲》31 种( 电影歌曲 15 种、流行歌曲 16 种) 。
日伪统治上海时期，对于唱片的政策也是禁、导并用。一方面，对各种不利于日军侵略、汪伪统

治的唱片一概禁止。汪伪政府规定凡是“违反国策及政府命令”、“歌词意义含糊足以引起邦交误
会”、“歌词意义乖谬”、“歌词或曲谱奉政府命令公布禁止使用”的唱片，一律不得发行，违者将被处
以罚款和没收唱片的处罚。② 伪中央宣传部下令禁止演唱抗日救亡歌曲有二百多首，包括《义勇军
进行曲》、《毕业歌》、《松花江上》等。③ 另一方面，将《支那之夜》、《苏州夜曲》、《满洲姑娘》、《兴亚
歌》等美化侵略战争、宣传汉奸意识的歌曲大量制成唱片，充斥于店头和电台广播节目中。李香兰
演唱的《支那之夜》、《苏州夜曲》被炒作为 1942 年末“风行全沪的二大名曲”。
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左翼文化人，也相当重视利用唱片进行革命、抗日等进步文化宣传。30

年代中叶，一些著名左翼音乐家相继加盟百代公司。他们创作的一些歌曲艺术水准高超，深刻揭露
和批判了社会黑暗面，表达了广大中华儿女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奋力挽救民族危亡的心声，其中著
名的有任光、聂耳、冼星海等。自法国留学归来的任光，1928 年回国后即供职于百代公司音乐部，担
任作曲，30 年代初任主任。由他创作、并被录制为唱片的进步歌曲中，最著名的是同名电影主题歌
《渔光曲》( 王人美演唱) ，此外还有《抗敌歌》( 胡蝶、高占非演唱) 、《大地进行曲》( 高占非演唱) 等。
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义勇军进行曲》，其故事及影响早为世人熟知。聂耳创作的大部分歌曲，均
由百代公司制成唱片，包括《毕业歌》、《码头工人》、《大路歌》、《卖报歌》等。聂耳一生共谱写 33 首
歌曲，其中有 21 首被录制为唱片。由俯拾作词、冼星海作曲的《战歌》，由百代公司录制成唱片，单
片销量创下了公司的历史纪录。但是，因其宣传抗战的思想与当局精神不合，唱片上市不久，就被
国民党上海市当局下令全数没收、销毁，连模版亦被销毁，成为当时百代公司、乃至上海唱片界的一
个重大事件。任光、聂耳、冼星海等左翼文化人创作的歌曲与录制的唱片，成为近代抗战与进步文
艺中最为闪光的部分。

四

自从留声机与唱片发明以后，人类记录信息的种类就增加了声音这一新的品种，录有声音的唱

片也就成为重要的史料。所谓史料，可理解为记录、承载历史的载体。传统、主流的历史记录载体
为文字。截至当下，文字作为史料的地位依然极为重要。但是，文字从来不是唯一的历史记录载
体。自古以来，图像、艺术品及其他物质文化遗存、非文字的精神遗产等也是重要的史料。唱片虽
然与文字、图像等载体在形式、表现内容、侧重点方面存在明显不同，但是在记录历史这一点上是相
通的。唱片作为新兴史料，其记录历史具有形式新、内容新，以及高度真实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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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中华唱片厂概要”，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 B91 － 1 － 27。
汪伪中央宣传部:《唱片检查暂行条例( 草案)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伪《中华日报》1943 年 8 月 23、27、29 日。



无论是早期的蜡筒，还是其后在较长时期内成为录音制品主流的唱片，作为史料，其形式均属

前所未有。诚如 1890 年傅兰雅所说，留声机的发明，不独为千古之奇闻，亦实为记载之妙简，“此
器不但为取乐开心之用，将来能记人言语而发复声，可省书写之烦。如名人善言好语，传流后世千
载之下得闻其声，不吝亲见颜色; 或将方家音乐歌曲记存音调，后之学者使复发声，宛如面听其

奏”。①换言之，历史场景得到了某种程度的生动还原。在这一点上，非但传统史料无法企及，即使如
照相等同时代诞生的新兴史料也不能替代。根本区别在于传统史料及其照相是静态的，而蜡筒、唱
片借助于留声机可发声，为动态。
唱片记录、保存、复制的对象是声音，这是其独特的价值。上海法商百代公司第一批录制的唱

片基本为京剧名伶演唱。这种情况一直维持到了 20 世纪 20 年代末，随着《毛毛雨》被百代公司录
制成唱片、传唱于大街小巷，“时代曲”即流行歌曲唱片逐步受到社会欢迎，成为三四十年代唱片的
主流。与此同时，唱片内容呈现出多元化，时代气息也变得强烈起来。为了追赶、迎合、捕捉城市居
民不断变化着的欣赏口味，各唱片公司竭尽全力推陈出新，录制新歌，发掘新星。“时代”歌曲唱片
制作量大、销售量大，获利丰厚，但更新频率也很迅速。其他如深受城市居民欢迎的某些地方曲艺
类唱片，也是如此情形。上述唱片对于研究民国时期城市居民的大众消闲文化，进而揭示城市社会
生活的某些重要侧面，提供了富于变化感的、生动的史料。
近代唱片内容，除了戏曲、音乐歌舞之外，也包含政治、教育、公益、商业等方面的内容。以政治

性内容的唱片为例，即有国民党当局大力推行的“名人演讲”、“党歌”唱片，其中著名的有“国父遗
声片”、②以及“中华民国国歌”、“中国海军之歌、中国海军进行曲”、“中国空军之歌”等。③ 这些唱
片，从声音的角度展现了国民党统治时期的政治生态，为研究民国政治演进的珍贵史料。

综上所述，留声机与唱片传入中国以后，很快就被中国人所理解与接受。1890 年，留声机开始
走入上海居民家中，到民国初年，一般较为殷实的上海人家，都置有留声机。留声机与唱片在留存、
复制声音方面的独特功能，对中国社会生活，特别是城市社会生活，发生了广泛而复杂的影响。留
声机与唱片的广泛使用，改变了人们的听戏方式，可以选择欣赏对象、欣赏内容与欣赏地点，这对于
名角名段名歌的普及，对于都市的流行文化，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留声机与唱片的广泛使用，推
动了各种地方曲艺的传播与交流，丰富了都市居民的文化生活。唱片被用于国语教学，有利于国语
的规范与语言的统一。唱片被用于外语教学，有利于提升外语的教学效果。唱片录制的内容被用
于法庭的证词，增加了证词的种类，有利于司法工作的开展。在近代中国，唱片这个人为的声音世
界也是政治的世界，各种政治力量在这里都有表现。南京国民政府、汪伪政府都用禁与导的两手管
控声音世界，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左翼文化人，也相当重视利用唱片进行革命、抗日等进步文化
宣传。作为史料，唱片折射了近代城市的流行文化，也折射了近代中国社会变迁的众多面相。

( 责任编辑:素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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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e part of the nation’s Europe and Asia strategies，and the main purpose was to exercise sovereignty in
Western Ｒegions．

Imperial Yue Ling and Local Shi Ling in Dunhuang Ｒegions in Han and Tang Dynasties
YU Xin，ZHOU Jin － tai

This paper points out that the literature about shilling ( season) in Dunhuang can be roughly divided into
two kinds: one is Yueling issued by the central dynasty and the other is local Shiling generated according
to the regional features of Dunhuang． The season knowledge shows difference in different regional scales．
The nation’s political symbolic meaning and folk practical meaning of season met in Dunhuang literature
and formed two main aspects of season knowledge in Han and Tang dynasties．

On a Monk － folk Dispute in Hetuvidyā ( Yinmin Studies) History SHEN Hai － bo
When Hetuvidyā was first introduced into China，people had a lot of problems in understanding and recog-
nizing it． In 655，the 6th year of Emperor Gaozong of Tang dy＇nasty，a monk － folk dispute occurred when
medicine official Lv Cai wrote a three volume book to question the Yin Ming Ｒu Zheng Li Lun Annotated
by disciples of Xuanzang． This paper studies in details about this dispute and puts forth some new ideas
different from traditional views in this field in the academic world．

Patronizing the "Enemy Country": the Promotion and Proliferation of the Guan Yu Worship at
the Jiangnan Area in the Ming Dynasty BAO Shi － qing
From the Ming Dynasty，Guan Yu Worship gradually was out of its previously spontaneous and disorderly
stage． Guan Yu Worship and Guan Yu temples penetrated like islands into vast Jiangnan area，and even-
tually incorporated the " Enemy Country" into its asylum system，thus facilitated the standardization of the
Guan Yu Worship by the Qing central government．

Probing into the False Declaration Case about Purchasing Grain in Urumchi during the Ｒeign of
Qianlong Emperor FANG Hua － ling
In the forty － seventh year of Qianlong ( 1782) ，the false declaration of grain purchase in counties like Di-
hua，Urumchi was uncovered． The Qing government promptly prosecuted over 20 officials embezzling
money of the national treasury． These officials，including high － ranking ones，were sentenced to death or
removed from the office and confiscated property，even their sons and grandsons were severely punished．

Ｒe － discussing the Assimilation of Immigrants into Pingxiang in Middle Qing Dynasty
LING Yan

Since the middle of Qing dynasty，a large number of immigrants got Hukou ( registered residence ) of
Pingxiang，Jiangxi Province． But this kind of assimilation is different from that in early Qing dynasty． It is
under the supervision of such organizations as Tuhui，Jiahui and Yici，and needed to sign contacts on
both the Jia and Tu levels．

On Gramophone Ｒecord and Social Change in Modern China GE Tao
Gramophones and records as new carriers recording voices were soon understood and accepted by Chinese
after they were introduced in China． They had exerted wide and sophisticated influence on social urban
life． In the meantime，with various political powers stressing publicizing functions of records，the world of
gramophone records was also the world of politics． As historical records，gramophone records not only
mirrored the popular culture of modern cities but also many aspects of social changes in moder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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